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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践情况的分析，发现在垃圾分类强制实施中

仍存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内在动力不足、地方政府执行工作一刀切、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建设滞后等

困境。应以宣传教育为本增强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探索奖惩机制激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内在动力；

提高地方政府精细化治理能力，优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考核标准和方式，将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得更细

致、更富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加大对垃圾分类回收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完善垃圾分类回收

处理体系建设，做好垃圾分类处理的关键环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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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compulsory classification of municipal domestic waste in 
Shanghai, Beijing, Guangzhou, Shenzhen and other c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ulsory classification of waste, such as insufficient internal motiva-
tion for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waste classification, a uniform implementation by local 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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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ments, and lagging behi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ing system. We 
should strengthen residents’ awarenes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publicity and educa-
tion, and explore the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to stimulate residents’ internal motiva-
tion to participate i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We should also improve the fin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optimize the assessment standards and methods of urban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promote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work more carefully, more practical and 
operable; and we should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for garbage 
classification, recycling and treatment,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recy-
cling and treatment system,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key link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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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上海市拉开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工作的序幕，随后两年间，北京、广州等城市

也陆续加入了强制分类的行列。强制实施即通过政府的强干预行为保证政策实施，通过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领域的立法、行政处罚、监督等手段对垃圾分类进行严格的规定，由政府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

起主导作用。在倡导垃圾分类的早期阶段，强干预手段利于建立规则体系，克服自发状态中无序的局面，

当市场、社会无法自发提供某种合理的秩序时，有效的、基于法治和公共利益的强干预不仅是合理的，

还是十分必要的[1]。有学者认为在垃圾分类的早期阶段，强干预行为是必然手段，符合我国目前的现状。

对于垃圾源头分类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纵观垃圾治理成就显著的国家和地区，法律的强制力在推行具

体政策和居民分类习惯的养成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在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前，学界

就已在论证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在我国现阶段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但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垃圾分类的政

策制定和如何解决提高居民的自我意识等方面，未对我国不同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实践工作进展和

成效进行梳理比对，并立足于整体实践工作分析垃圾分类工作的困境然后提出解决办法。本文在将上海、

北京、深圳、广州等我国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主要城市的政策进行梳理后，整理出了各地具有特色

的规定，并归纳总结出各地在实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上述兼具个性与共性的问题提出具有共性的解

决办法。针对各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无论是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立

法理念还是现实的普遍推广，都具有一定的法治和现实意义。 

2.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总数逐步增多，居民所制造的生活垃圾数量也逐年攀

升，截止到 2019 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量已达到了 2.4 亿吨[3]。我国“垃圾围城”的困局已经持续

了多年，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城市生活垃圾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垃圾本身。城市生活垃圾的大量堆

积会导致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严重威胁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与生态环境，其中土地污染还

涉及了对城市土地空间的占用。城市生活垃圾的长期堆放，大量的废物通过雨水的冲刷会破坏土壤成分

与结构，使得土地无法种植绿色植物。其次，城市的土地资源与垃圾存放空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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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所需空间不断挤压城市化的发展空间，生活垃圾分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占用土地。比如，上海

老港垃圾场每日处理垃圾重量与所占用土地的面积比就达到了 1000 吨/1.5 平方公里，这里仅仅算了最后

的垃圾处理阶段，如果我们把这一比例放大到 1:2，那么系统地处理 1000 吨垃圾就需要在城市发展中预

留 2 平方公里的垃圾空间[4]。城市土地紧缺与垃圾空间之间存在的激烈的矛盾，假如垃圾未按分类堆放、

回收、处理，垃圾处理厂不能集垃圾的填埋、焚烧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生活垃圾还将占用更大的空间，

城市土地还将面临更大的紧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解决“垃圾围城”直接有效且具有经济、社会、

生态等多重效应的办法，垃圾分类工作由此也慢慢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2000 年建设部发出《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就将北京等城市确定为“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试点由此开始，2000 年到 2019 年 7 月前，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都处在倡导性实施阶段，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显著。2019 年 4 月 26 日，住建部、生态环境部、

教育部等 9 个部门印发的《关于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提出到 2020 年，

46 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到 2025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系统[5]。现今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正在从倡导性实施阶段向强制实施阶段过渡，强制实施的实践情

况如何、实践中存在的困境以及如何改进完善，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 

3.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的实践探索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生活垃圾分

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垃圾、湿垃圾四类；二是餐饮服务业不能提供一次性用品；三是明确了市、

区政府和绿化市容等部门的职责与分工；四是规定了管理责任人的职责权限和违反垃圾分类投放的处罚

措施等[6]。该条例施行仅仅一周时间，上海市执法部门就开出了一百多张罚单，为垃圾分类的减量化和

垃圾回收的资源化提供了执法保障，以严格的执法标准为垃圾分类保驾护航。在垃圾分类的处理流程，

上海市专门配备涂装垃圾车并且严格按照垃圾产生量的实际情况分配垃圾车数量，比如干垃圾车的数量

最多，达到了 3000 余辆，有害垃圾车的数量最少只有 80 余辆，湿垃圾车、可回收物回收车数量居中分

别是 1300 余辆和 200 余辆。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在分类投放垃圾桶边设施了简易的洗手池，以便利居民

投放后保持手部清洁。在可回收物的回收流程，上海市摸索进行“点站场”体系建设。目前已按照社区、

街道的人口占比在全市分散建成一万多个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上百个中转站，9 个大型集散场。在垃

圾分类的处理流程，将垃圾处理的项目分开进行建设，所有已建成、正在建设、正在计划的项目高达数

十个，目前，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已达 2435 万吨/日[7]。 
2020 年 5 月 1 日，新修订《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生活

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二是规定餐旅服务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

品；三是对违反垃圾分类投放的个人和单位的处罚规定；四是建立了市民监督投诉机制，由市城管执法

局负责执法检查监督工作。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的一大特点是在区域内确立了“两桶一袋”的

原则，以此开展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一年来，适应分类需求的投放、

收集、运输、处理设施体系基本建成，在垃圾的投放流程中垃圾桶站改造 6 万余个，收集流程中驿站建

设 1275 座，运输流程中配备运输车辆 3945 辆，处理流程中改造清洁站 800 余座。垃圾减量成效显著，

2021 年前 4 个月，日均清运量 2.06 万吨，比 2020 年日均清运量下降 6.36%，比 2019 年日均清运量 2.77
万吨减少 7100 余吨，减量效果相当于少建了 2 座日处理 3000 吨的垃圾焚烧厂[8]。 

2020 年 9 月 1 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垃圾分

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二是机关企业单位采购资源化的办公用品，减少一

次性杯具；三是餐旅服务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经营场所和个人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袋；明确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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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单位、收运企业、物业公司的法律责任。深圳市实行的是“集中分类投放+定时定点督导”的分类模

式，并在全市小区全面开展，其特点是对于单位违法的加重处罚和个人违法时可选择替代惩罚选项。在

个人没有严重违法情节的前提下，可以以参加垃圾分类的宣传、督导等公益活动替代行政处罚。2021 年

9 月 18 日，深圳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挥办公室引发的《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星级住宅区评价标准

(试行)》提出了垃圾分类示范住宅区评选方法。即在全市的住宅区内，以公布的通知为评价标准，选出一

批建设先进的住宅区进行奖励。在全市发挥示范住宅区先行作用，辐射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9]。 
2018 年 7 月 1 日，《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生活垃

圾分为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等四类；二是采取统一组织领导、执法检查、社区台

账考核、高强度持续宣传、推广典型模式等方式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10]。2020 年 7 月 29 日，《广州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改后施行。此次修改对违反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处罚罚金大幅度提升，特

别是单位违反条例的罚金大幅提高，由修改前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改为“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处罚的警示作用明显增强，同时也修改了垃圾分类相关部门的权责、名称。在分类投放方面，

广州市动员大量党员下沉社区，在社区内参与垃圾分类服务，到 2019 年年底，楼道撤桶任务已完成，垃

圾分类投放点接近两万个。在居民参与方面，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分别由 62%、56%提升

至 99.1%、95.5%。在分类收集方面，广州市设置分类回收垃圾桶，配备了涂装垃圾清运车，规划了垃圾

车收集专用路线，已形成垃圾收集运输的动态网络。全市共有分类集中收集点 1.54 万个，生活垃圾分类

收运车辆 3501 辆，分类运输线路 1492 条，其中厨余垃圾运输线路 222 条，其他垃圾运输线路 1270 条，

有害垃圾采取预约回收或巡查回收[11]。 

4.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的困境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在由倡导性实施向强制实施的过渡中，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是在实践过程

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成为了阻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整体工作推进的不利因素，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

面。 

4.1. 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内在动力不足 

正如托·伍·威尔逊所言：“法律是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法律究其根本是与整个社会的一

般习惯相符合并经过思想凝练、最后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它是一种概括、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正是

因为法律代表了社会大众对于法律规则所规定的每一行为的价值评价，所以法律才会得到普遍的遵守。 
垃圾分类制度也是如此，垃圾分类是一项正确的、有益于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的工作，这是大家所

一致认可的。但是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后，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动力的不足却成为了工作推进的一

大障碍，主要原因包括部分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目的和意义的不了解、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不足，没

有推动形成整体遵守执行的自觉。部分居民只知其是一项利好的工作，当需自己践行时就会因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的复杂和知识学习的困难而放弃，或者因为生活垃圾分类耽误个人时间且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

利益而缺乏积极性。在上海市刚刚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时新闻媒体都大加关注报导，等热度一过，

已再难看到垃圾分类的教育宣传能够掀起热议。以湖北省武汉市和湖北省潜江市为例，垃圾分类是一个

几乎不会被提到的话题，也鲜有人在投放垃圾时会仔细辨识垃圾桶上的分类提示再分类投放垃圾。上述

情况被学者称为“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断裂”[12]，即使政策制度设计的规范先进，居民也知道其

对城市、社会、人类具有的价值，但执行者、遵守者因为利益相关性等现实原因而无法产生行动的动力，

执行、遵守的动力与政策制度的规定不同步，就会使得效果大打折扣。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规定出台

后，不仅仅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改进相关制度，更需要激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投放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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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方政府执行工作一刀切 

“撤桶行动”、“破袋行动”等等都是在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后出现的新名词，还有定时投放

也受到了来自普通居民的批评与质疑。一些地方由于精细化治理能力的不足，在垃圾分类的推广时容易

出现一刀切、走形式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了将小区内的垃圾桶一撤了之，导致出现了居民投放垃圾会多

跑几百米的情况，特别是大城市的大型小区，小区面积大、楼层高，居民投放一次垃圾的时间增加了数

倍，这无疑是将一项好的制度执行成了制造麻烦的“扰民政策”。相反，在面积特别狭小的地方，如何

去增设分类垃圾桶，也是需要去实地考察研究作出科学规划的。其次，定时投放没有实行差异化管理，

未充分考虑上班族、学生、退休人员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时间，出现了定点投放的时间与部分居民的时间

存在冲突等情况，部分小区甚至在垃圾强制分类实施后出现了垃圾堆积如山的场景，未采取设置误时投

放点等配套措施去给垃圾分类增加弹性和缓冲期。 
部分地方政府一刀切的执行政策一直是国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刀切既

包括了上述所列举的政策执行的一刀切，还包括了部分地方在制定具体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时照抄硬搬

其他地方。有些城市规定了垃圾的“四分法”，有些地方执行“三分法”，农村地区一般采用“两分法”，

只要垃圾分类方法符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能够被居民所接受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即可因地制宜进行规定，不必盲目照搬其他地区。 

4.3. 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建设滞后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既包括生活垃圾的源头分类、收集运输、终端处理，还包

括了垃圾分类的立法、政府政策、行政监督、宣传、政府主导、市场介入、全民参与以及垃圾分类的配

套制度来保障实施。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回收处理体系仍不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建设还有很

大的空间。在收费方式上，我国实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大多采用按户收费、少数采用按水收费、深圳

市拟试行按袋收费的方式收取垃圾处理费。收取垃圾处理费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配套制度之一，配套

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垃圾分类工作更好的进行，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按户收费由于费用的固定缺乏内

在的奖惩机制，非但起不到增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和动力的作用，反而引起了部分居民的质疑；按

水收费，将居民用水与垃圾处理费挂钩显然没有因果关系和内在逻辑，只能起到节约用水的作用，与垃

圾分类并无多大关联。生活垃圾分类的目的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终端处理至关重要，我国部分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仍以填埋为主，焚烧项目建设严重滞后，“垃圾资源”的回收再利用还有着广阔的发展前

景。2021 年 9 月 27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湖北指出：孝感市生活垃圾处理规划项目建

设滞后，环境风险隐患突出。湖北省孝感市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终端处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非但没有

起到将污染消灭在终端的作用，反而造成了污染，对当地土地、水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 

5.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的出路 

5.1. 宣传教育为本，探索奖惩机制激发居民动力 

任何政策、制度的实施都离不开宣传教育等软措施，在完善垃圾分类立法、行政措施、监督制度的

同时，对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宣传教育也要同步进行。普遍社会心理的重塑，是垃圾分类意识转换

为意愿的最理想路[13]，持续进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奖惩机制，

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并将意识转换为动力，是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的有力保障。 
首先是宣传工作，发挥好新时代新闻媒体的作用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制作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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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片和公益广告，长期定时在国家电视台、自媒体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公共场合电子屏滚动播放，

帮助居民养成生活垃圾分类的惯性思维，同时还可以提升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知识储备。线下发挥社区

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进社区举办垃圾分类的宣传会，免费发放垃圾分类知识手册，进行垃圾分类

知识的有奖竞答，增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主动性。 
其次是教育工作，垃圾分类教育的开展需从校园和社会两方面着手，以校园为主、社会教育为辅。

在学校开设垃圾分类的实践课程，举办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的活动，做到从娃娃抓起，对于垃圾分类意识

的养成，学校具有天然的优势。学生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也会带动整个家庭，小孩子的好习惯对家长

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随着校园垃圾分类教育的开展，一代一代青少年垃圾分类能力会越来越强，整个

社会垃圾分类的意识也会逐渐提升，从长远来看这是一项具有远瞻性的措施。在社会上，应从公务员、

事业编等国家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宣传教育，国家工作人员既做学习者也做宣传者，发挥教育和宣传的作

用。同时，在社会上公共场所摆放垃圾分类手册，让居民能随时随地能够接触到垃圾分类的知识，起到

潜移默化的作用。 
最后是奖惩机制的探索，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倡导性实施阶段，上海市施行的“绿色账户”模式，

截止 2017 年底已有 1000 万左右的活跃用户，从数据上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活跃用户数量少，

正确分类的有效度占比 24% [14]。总结其原因，除了居民垃圾分类知识不足、积分可兑换物品少以外，

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惩罚机制。“绿色账户”只强调了垃圾分类的正向激励，缺乏对违反垃圾分类投放

者的惩罚，不可能所有的惩罚都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措施来执行，在探索“绿色账户”等垃圾分类奖励

机制时，应适宜的加入惩罚，比如扣积分、冻结账户一定时限、社区通报等等，当达到一定次数惩罚后，

将满足该条件作为行政机关去进行处罚的前置条件是否更具有可接受性和实践性？建立起符合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城市状况的奖惩机制，加大奖励力度，增加奖励方式，同时设置相应的惩罚，正向、反向同时

激励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5.2. 提高地方政府精细化治理能力，优化考核标准 

地方政府精细化治理能力的提高是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防止出现“一刀切”的有力保证。以上海

市的对策为例，为防止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对“定时定点”工作提出了细化要求。首先是分成了三

阶段进行“定时定点”，包括准备期、实施期、维持期，三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具体的执行方式，在准

备期主要是加强调研，实地考察每个社区的情况，收集居民意愿，然后出台方案并征集居民的意见。实

施期主要是安排志愿者在投放时间进行值守，监督并检查投放情况，同时完善垃圾分类设施。维持期将

会转向奖惩机制的开展、落实地方工作人员的职责等方向。上海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极高、治理

体系发达，特别是精细化治理能力真正体现了因地制宜，使得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的执行具有了

很强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以精细化为核心推动机关事务管理向高质量治理转换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

立足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从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高度和为党政机关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大局来认识和

处理，注重整体性、协同性、务实性和可操作性[15]。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考核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基层执行的正确与否，上级考核的标准不应仅停留

在台账、会议记录、文件、数据报告上，更应注重实地走访、现场调研、民意调查，通过层层加压、落

实责任。建立一个科学运行的考核机制，这个机制既要有全国统一的规定，具有普遍适用性，又能针对

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利于各地区因地制宜的制定政策、执行政策。 

5.3. 完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建设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这个系统性工程包括了源头的分类回收预处理、中间的收运、终端处理三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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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社区居民、政府、社会资本的参与形成了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结合我国目前的实践、中央环保督导

组曝光的问题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治理经验，我国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仍需要继续完善，特别是终端处

理环节，仍存在很大缺口。 
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源头可施行垃圾费“随袋征收”的政策，由政府提供特制垃圾袋并根据容量

定价，制造的垃圾越多需交的垃圾费越多，在利益的驱动下，居民生活中制造的垃圾会更少、对垃圾袋

的使用也会更节约，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制造量。终端处理环节就是对垃圾进行处理的最后阶段，

如何变废为宝、无害化处理垃圾，建设足够的垃圾焚化厂并在符合排放标准的前提下焚烧垃圾。我国台

湾地区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信托基金向回收体系注入资金推动社区、回收商和地方政府清洁队严格执

行资源回收制度[1]，将社会资本引入回收体系中，特别是在终端处理阶段，垃圾焚化厂的利润对社会资

本具有吸引性，在资本的天然逐利性和政府政策的引导下，社会资本注入后垃圾焚化厂的建设将会不断

加快，相关的环保技术也会发展。我国台湾地区慈济团队用矿泉水瓶回收制作的毛毯和衣服，已送达全

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赈灾，台北市拥有世界上仅有的一座建在垃圾焚化厂烟囱上的观景餐厅[16]。2020
年 6 月 10 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提到，生

活垃圾处置厂的数量十年间增加了 86%，其中垃圾焚烧厂的数量增加了 303%，焚烧处理量增加了 577%，

焚烧处理量比例由十年前的 8%提高到了 27% [17]。通过数据来看，我国垃圾焚烧处理量所占比例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垃圾焚化厂数量严重不足，加上政府垃圾发电补贴政策扶持，垃圾焚

烧厂市场前景广阔，特别是在碳中和政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应该继续保持垃圾焚烧厂建设力度，引导

更多的优质社会资本进入垃圾焚烧领域，加大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科技研发投入，将垃圾焚化厂融入整个

城市发展体系与居民生活之中，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烟囱上的“观景餐厅”。 

6. 结论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在各地不断进行探索与试行的同时，应及时总结不

同地区工作推进中的特点和出现的问题。将各地政府的政策与制度进行梳理，结合各地在实践中具有突

出成效的某项规定，进行归纳总结，以提出具有代表性的解决办法。应坚持宣传教育为本，探索奖惩机

制激发居民动力，以解决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提高政府精细化治理能力，优化

考核标准，以防止地方政府在工作中一刀切的情况出现；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以解决垃

圾分类工作软硬件配套设施落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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